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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六四悼念晚會」── 不悲哀的哀悼與消失的歷史 
甘欣庭 
 
（圖片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hkalliance/photos/a.358334924200945.94523.17777079892402
6/1520189774682115） 
 
序 
舉辦「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支聯會近年備受批評，行禮如儀、目標脫節等批
判不絕於耳，於是「本土派」在尖沙咀另起爐灶，有大學舉辦與傳統不同的悼
念活動，維多利亞公園（維園）自二零一三年起不再是集體悼念「天安門事
件」的唯一場所。自此，悼念應否到維園成為每年六月四日前的必然爭論，而
維園的燭光則逐年變得暗淡。另一個主流爭論由大學生帶起，前香港大學學生
會會長孫曉嵐在二零一六年提出悼念六四非必要，認為「件事無推進」、「唔
應該視為理所當然的責任」[1]。悼念六四應否劃上句號？應以甚麼形式悼念？
要思考這些問題，我們不得不思考悼念的本質與意義，但遺憾現時爭論不單沒
有觸及這些問題，更刻意逃避觸碰它們，於是開展不了有意義的討論。因此，
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是悼念的意義，而緣何有人堅持於維園燃起燭光悼念，有
人則堅持另起爐灶，而雙方的論述何以無法傳達給對方。 
 
第一部：悼念的意義 
「要是我們追問歷史主義信徒的移情的對象是誰，我們就能更清晰地認識那種
悲哀的本質。問題的答案是不可避免的：寄與勝利者。」──班雅明《歷史哲
學論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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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哀悼的神秘面向 
面對「行禮如儀」的抨擊，支持參與維園悼念晚會的一方會不斷重申團結的重
要與晚會的歷史意義，但這種解說並不能說服另起爐灶的支持者。然而，關鍵
的現象並非雙方論述的高低，而是為何其「歷史意義」的說法無法穿透論述的
高牆到達另一方。持續哀悼的「不能明瞭性」（Unknowingness）就是新與舊之
間的高牆。 
 
「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並非純粹的哀悼儀式，而是充滿憂鬱症元素的持續悼
念 。 佛 洛 依 德 （ Sigmund Freud ） 在 〈 哀 悼 與 憂 鬱 〉 （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中對哀悼與憂鬱症作出清楚的區分──哀悼者在失去所愛（人、
國家或理想）後清楚意識到失去帶來的痛楚，甚至可以用語言來形容那痛苦，
所以哀悼是一個適應與轉化的過程，過程縱使困難但仍能處理；對憂鬱症患者
而言，所失去的並沒有完全死去，但他們不能意識到逝者留下甚麼、他們具體
失去甚麼[2]。換言之，憂鬱症患者只能知道失去了「誰」，而不能明瞭失去了
「甚麼」，因此過去不時纏繞現在，不得安寧。簡言之，哀悼與憂鬱症的差別
在於能否明瞭所失的是甚麼，而後者因其「不能明瞭性」才會被視為病態。
Judith Butler 的〈暴力、哀悼、政治〉（“Violence, Mourning, Politics”）在佛洛依德
的基礎上指出，持續悼念往往有憂鬱症的神秘面向（佛洛依德在較後期的作品
《自我與本我》（The Ego and the ID）也將哀悼與憂鬱症的界線含糊化），參與
者不知其真正所失，於是才會不停透過哀悼來探索隱藏於無意識內的未知[3]。 
 
在六四悼念的爭論上，各方彷彿都清楚知道「天安門事件」與犧牲者對哀悼者
的具體意義，然後在這基礎上討論。然而，維園悼念晚會的憂鬱症神秘面向被
完全忽視，於是批評晚會行禮如儀的人才可以輕鬆地叫哀悼者放下過去、為未
來抗爭。維園悼念晚會參與者的「歷史意義」說法無法跨越論述高牆，因為他
們都是憂鬱症患者，其「歷史意義」的核心深深埋藏在纏繞他們的未知當中，
語言不能表述。 
 
對晚會批評者而言，「天安門事件」不過是歷史上眾多屠殺悲劇中的其中一
件，他們清楚知道自己所失的是甚麼（甚至根本沒有失去甚麼），所以沒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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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憂鬱症的纏擾。對他們來說，只要完成哀悼，過去就完全成為與當下無關的
過去，而他可以重新成為自由、不受束縛的主體。批評者可以理性地設計新的
悼念形式，因為他們與維園悼念晚會的參與者並非擁有同樣的憂鬱症；他們甚
至可以倡議停止哀悼，因為沒有憂鬱的他們只要完成哀悼就可以重拾自由──
「行禮如儀」的批評核心不在於晚會的儀式，而在於批評者已經無法了解燭光
的憂鬱。 
 
（二）哀悼裏的想像共同體 
「建設民主中國」等目標過時乃是另一個當下批評。本土、獨立思潮冒起，與
中國扯上關係成為本土主義支持者的政治禁忌，而風雨不改的「維園六四燭光
晚會」正是當中最牢不可破的連繫。本土派支持者要重新建構「香港人」的身
分不容易，他們首先要處理錯綜複雜的香港歷史以及香港人對中國的情意結，
另一方面也要處理如何從殖民地文化與價值解放本土的問題。 
 
「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毫無疑問是一整個世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由一九八九
年的兩次百萬人大遊行、電視上漆黑的血腥聲畫、冒險北上支援學運的香港
人、香港聲援學運的各種運動，到每年維園的燭光與歌聲，無不凝聚一代人的
痛苦回憶。這複雜的歷史情意結對矢志重建「香港人」身分的本土主義者來說
不易處理，加上他們沒有維園悼念者的憂鬱，因此他們選擇完全忽視這歷史情
意結，建立全新的想像共同體。 
 
在近年冒起的本土論述當中，其中一派論述建立於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
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認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因此政
治不過是人類所想像出來的關係。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所編的《香港民族
論》乃在這基礎上建立論述的最流行論著，其收錄的四篇由《學苑》編輯撰寫
的文章中有三篇也有援引《想像的共同體》的理論。然而，這種論述方向普遍
犯下一個根本謬誤──縱使民族是被想像出來的政治共同體，不代表民族可以
透過特定方式想像出來。視《想像的共同體》為民族主義的知識論基礎並無不
妥，但有論者硬套其論述去描述「香港人」的身分則難有說服力。以曹曉諾於
《香港民族論》中撰寫的〈香港人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為例，他總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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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共同體》的結論是「印刷技術與資本主義的結合促成了民族這個『想像的
共同體』的主張」[4]，然後指香港的普及文化也產生類似作用。說到底，這是
一種將「想像」剝離歷史的虛假想像，或者以經篩選的片面歷史取代部份香港
人所感受的歷史。 
 
以 Judith Butler 的分析重新思考「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意義，因為哀悼者不能
知道自己具體所失，只知道自己的某部分隨逝者而失去，所以每次他們哀悼時
也會對「我」有深刻的叩問──失了「您」的「我」究竟是誰[5]？雖然哀悼的
感傷是個人的，但也有共同的政治面向──當我們悼念同一件暴力事件的犧牲
者時，我們同時對「我」的身分進行相同的叩問。哀悼者在持續叩問後會發
現，彼此皆必須依靠其他人來存活，這是另一種想像共同體。這種想像共同體
難以用語言來完整描述，亦不可能以現代歷史語言來完美表述，而在語言與歷
史之上，社會與政治的持續規範面向（ongoing normative dimension）讓我們恆常
審視這個共同體的本質[6]。簡言之，共同悼念大規模暴力事件犧牲者是探索人
與人之間的原始連繫的過程，而探索的結果正是另一種想像的共同體[7]。 
 
重新了解 Benedict Anderson 的關懷，《想像的共同體》基本上延續了 Tom Nairn
在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的論述，指出古典馬克思主義在
迴避民族主義歷史的弊端。不過，他不是要證明馬克思主義失敗，因為他認為
古典自由主義有同樣的問題。因此，他以「大體上為馬克思主義的視角」[8]及
歷史考古，在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中間尋找了解民族主義的方法。其重心
不單是證明民族是可以被想像，更是其歷史考古的方法。要真正以 Benedict 
Anderson 的理論剖析香港狀況，就更應進行透徹的歷史考古，包括正視「天安
門事件」的歷史與維園悼念晚會的文化。 
 
近三十年來對六四犧牲者的悼念建構了一個緊扣香港歷史、經驗與回憶的想像
共同體，縱有神秘面向卻實際存在。另起爐灶的本土主義支持者對香港作為
「民族」有新穎想像，但他們的想像同樣無法穿透到維園的悼念者，因為這種
想像並非生成於歷史經驗裏。他們迴避了香港歷史，於是將維園悼念晚會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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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個純粹的社會運動，目光只能放在直幡上的口號、晚會的主題，然後在另
一個空間舉辦沒有歷史經驗的悼念活動，這種做法其實才是「行禮如儀」。 
 
（三）哀悼作為被救贖的歷史 
因為悼念晚會可以脫離憂鬱情緒與身分建構的可能，悼念爭論的焦點才會旁落
於行動綱領是否實際及符合公義，例如「平反六四」的綱領在維園六四悼念晚
會的直幡上多年，反對者認為這目標不切實際，而且要求不認同的政權平反
「天安門事件」不符公義。在另起爐灶支持者眼裏，重要的是實際的「推
進」。對行動目標的擾攘已持續數年，這種爭論不但將悼念晚會約化成有明確
目標的社會運動，更蓋過了對歷史公義的理解分歧，然而這才是爭論的核心。
究竟歷史裏的不公義能否伸張？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與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有完全相反的看法，而另起爐灶與維園悼念晚會的支持者其實各自
擁護一方，這才是爭論的根源。 
 
尼采認為歷史的不公義無法伸張，而唯一的希望在於未來。尼采認為要放棄過
去，因為過去會以鬼魂的形式回歸，纏擾當下的安寧。因此，我們要做到「主
動忘記」（active forgetting），即學懂如何感受非歷史性（feel unhistorically）。
同時，「主動忘記」並非真的忘記，尼采以牛為例──雖然不會記得過去的牛
不會痛苦也不會沉悶，但同時沒有過去也沒有快樂。換言之，如果我們真的將
過去忘記，也失去了幸福的可能，因此我們要尋找記住與忘記之間的平衡。能
被吸引與消化的歷史（也就是能有利於現在建立未來的歷史）就應該被記住，
尼采在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裏提出三種「有用的」歷史，包括「紀念的
歷史」（紀念歷史偉人）、「古物歷史」（留住古物歷史來記述人類元素、學
習傳統）及「批判歷史」（呈現過去的不公義，防止再次發生），但尼采最關
注的是這些「有用」的歷史如何被濫用，例如「紀念的歷史」會讓人類傾向不
懂了解當前的偉大人物、「古物歷史」將人類注意力帶離現在，而「批判歷
史」則將過去不公義無限放大。因為這些濫用的情況，尼采才會主將要學懂
「主動忘記」，以及感受非歷史性[9]。 
 
6 
 
尼采的歷史觀其實與另起爐灶支持者的相同，如果視「天安門事件」為一種
「批判歷史」，那麼他們提防的正是濫用歷史──過度強調過去的不公義而不
顧現在及將來。表面上他們在批判支聯會「行禮如儀」，但其實他們只是擺脫
纏擾安寧的歷史鬼魂，將目光盯向未來。從此看來，「平反六四」是沒有意義
的，因為過去的不公義不可能伸張，只要歷史無法成為有益的「批判歷史」，
就應「主動忘記」；就算是「批判歷史」，也得提防被濫用。 
 
班雅明與尼采的歷史哲學皆不認同歷史主義（Historicism），但班雅明在歷史的
不公義問題上與尼采完全相反。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勾勒的歷史哲學不以忘記為榮，而要拯救被遺忘的歷史。
每一個未能在現在相認的過去影像也許會永遠消失，班雅明提出的歷史唯物論
（Historical Materialism）要以微弱的彌賽亞力量（Messianic Power）將那些過去
與現在連結。這種態度不但不是「主動忘記」、盲從政客高舉的進步觀，更是
積極地與過去相認，並透過相認產生抵抗壓逼者的力量。從這種觀念看，過去
的不公義未必會被「平反」，但至少有機會被擁有微弱彌賽亞力量的現代人相
認，然後連結到現在，找出歷史的意義。從這個角度看，歷史裏的不公義還是
有機會伸張[10]。 
 
班雅明的哲學與維園悼念晚會的支持者吻合，而且晚會更是其哲學的最佳示
範。「天安門事件」是中國官方不願承認的歷史，甚至千方百計讓下一代無法
知悉真相，但每一年在維園的燭光有如《歷史哲學論綱》中高速掠過的歷史花
火，錯過了就會永遠消失，而每一個參與者都以行動留住了這段中共不願承認
的歷史。Judith Butler 提出悼念是對身分的叩問，那麼這種叩問正是班雅明所指
的將現在與過去進行連結，而且哀悼的「不能明瞭性」（無止地叩問身分）讓
這連結牢不可破。哀悼，正是被救續的歷史。 
 
尼采的歷史哲學處處警愓世人不要濫用歷史，將重心放回現在及未來；班雅明
的哲學則鼓勵世人與過去相認，將歷史與當下緊扣。另起爐灶與維園晚會的支
持者對「平反六四」的爭論背後有差這個史觀的大辯論，然而卻沒有人嘗試梳
理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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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當我們思考悼念的意義 
如果採用佛洛依德與 Judith Butler 的分析，悼念有不能排解的憂鬱面向，而與其
他人共同分享這神秘面向則構成了一種鞏固的想像共同體，那麼一切也不在於
悼念者的控制範圍以內。當我們開始思考悼念的意思，也就是說神秘的面向消
失了，留下的是一種不再悲哀的哀悼。口號、綱領的爭拗無助了解悼念的真
義，而正因為另起爐灶的支持者無法了解悼念的意義，離開維園的人大概再也
不會回去。 
 
不過，憂鬱面向並不專屬於有經歷過一九八九年的上一輩，維園也有不少年青
的新世代，為甚麼沒有慘痛回憶的他們願意每年到維園跟上一輩進行身分的叩
問？我認為這是班雅明的歷史哲學在幕後戰勝尼采的結果──只要與歷史相
認，沒有憂鬱面向的悼念還是可能的。 
 
因此，在一九八九年的記憶漸漸變淡的今日，我們需要以班雅明的歷史哲學重
構悼念，而第一步是對抗尼采的歷史哲學。 
 
第二部：重構悼念 
（一）偽勝利者的歷史書寫 
尼采的歷史哲學主張「主動忘記」，在忘記與記住之間尋找平衡。然而，這個
平衡如何達致？尼采認為歷史裏的偉大人物皆對他們的未來有承擔，於是在無
意之間創造歷史；信奉歷史主義者的歷史學家對未來沒有承擔，單憑所謂的
「客觀」與「科學」根本無法真正了解歷史，並從歷史中尋找對現在的意義。
換言之，尼采對歷史主義的批評重點在於其聲稱的「客觀性」，雖然尼采沒有
否定他們的見解，但他不認同歷史主義者視它們為唯一可信的見解[11]。 
 
從尼采的歷史哲學中，我們不難發覺他對歷史偉人的稱頌。如果「主動忘記」
是只記住對當下有脾益的歷史，那麼尼采眼中的「有用」大概與歷史偉人的看
法一致；而要真正了解偉人留下來的歷史，我們必需對未來有關懷，這樣才能
將過去與未來扣緊。另起爐灶支持者的想法在這方面亦與尼采的歷史哲學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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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合──他們以自己對未來的關懷來閱讀歷史，「主動忘記」纏擾現在的歷
史。 
 
這種思維彷彿是以尼采欣賞的「主人道德」書寫歷史。然而，我們的主體蘊藏
着無數歷史的根，沒有以開放態度了解歷史，我們書寫的歷史又如何可能滿足
對未來的關懷？尼采沒有解答這問題，但與其想法吻合的另起爐灶支持者則依
然樂於以「主人」、「勝利者」身分書寫歷史，選擇性地忘記歷史。 
 
我們無法裁定另起爐灶支持者最終會否成為歷史的勝利者，但他們的確在以
「勝利者」的邏輯在書寫歷史，而諷刺地當權者亦同時以一種邏輯書寫歷史。
如果另起爐灶支持者的「勝利者」邏輯只是跟隨一直想消滅「天安門事件」歷
史的專制主權，新的悼念形式就只會是無意識的助紂為虐。 
 
對於沒有一九八九年回憶的新一代，不論他們在維園還是其他地方進行悼念，
也正在以自己的方式重構悼念。如今問題是應如何重構？關鍵在於放下偽勝利
者的包袱，方法是瞭解當權者的「勝利者」邏輯，以及以謙卑的態度與歷史相
認。 
 
（二）名字與經驗 
在大規模暴力殺害的犧牲者能夠被公開悼念是一種奢侈權利，因為犧牲者往往
會被煙沒在勝利者書寫的歷史中，名字沒有被記下，最後只剩下一堆數字，甚
至不能被算進犧牲者的總數裏。否定歷史的專制政權不會讓歷史被書寫下去，
這是「勝利者」的邏輯──名字由始至終都不會被記住，直到被世界遺忘。 
 
為甚麼犧牲者的名字不能被記下？因為那些人其實一早被當權者放棄，成為社
會上無足輕重的閒角。他們雖生猶死，處於一種不真實的生存狀態。屠殺的確
無情地奪去他們的生命，但其實他們在死亡之前已經沒有真正地活着；，屠殺
只是象徵式地完結施暴的過程，但其實暴力的核心不在於屠殺本身，而在於將
他們的生存「去真實化」（derealization）。簡言之，歷史「勝利者」的暴力在
於可以決定哪些人失去被悼念的權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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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園悼念晚會與其他悼念活動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是一個有名字的晚會──有
學運領袖的名字、逝者的名字及「天安門母親」（她們正處於雖生猶死的不真實
生存狀態）的名字。然而，所有另類晚會並沒有記住這些名字，以二零一四年
的尖沙咀悼念集會為例，該集會的主體是誓師、燒中國共產黨黨旗以及在尖沙
咀四處高喊「打倒共產黨」的「自由行」。二零一六年有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
大學學生另起爐灶，港大悼念活動的主題是「六四屠城血未乾，港人前途在何
方」，內容以學術論壇為骨幹；中大則以播放影片及論壇為骨幹，中大學生會
表示集會目標乃為日後政治行動提供論據基礎，並整理對六四身分認同的疑
惑。「天安門事件」的犧牲者、倖存者與家屬的名字在另類悼念集會中被壓縮
至簡單的悼念儀式（如默哀），然後埋沒在理性討論及抗議行動當中。 
 
另起爐灶支持者以對未來的關懷來處理歷史，但其實正在將所有名字主動忘
記。「天安門母親」正在受「去真實化」的暴力煎熬，而維園是她們與外界的
最重要聯繫，但另類集會中的人沒有理會她們。隨年月逝去，六四犧牲者的名
字不會再在維園以外被提起，就再不可能被記起；離開維園的人與「天安門母
親」失去連繫，她們將一個又一個百年歸老，但維園外的悼念者再不會理會這
些被「去真實化」的受害者。 
 
諷刺地，維園外的悼念者「主動忘記」來增加抗爭力量，卻跟當權者同步施行
將「去真實化」的暴力。要重構悼念，先要將名字牢牢記住，然後才有可能感
受犧牲者與雖生猶死的受害者的經驗。維繫悼念晚會的關鍵，並不在於抗爭是
否有推進，而是能否將這些快將消失的經驗留下來。 
 
（三）製造沒有力量的傳統 
民族主義近年在香港備受注目，但「民族自決」的論述者暫時只能圍繞《想像
的共同體》來建立如「公民民族主義」等論述。然而，行動上他們卻其實以其
他方式製造民族論述，而那些方式都是「勝利者」才會採用，例如另創六四悼
念活動正是一種近似「發明傳統」的民族主義灌輸。雖然另設六四悼念晚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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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歷史學者 Eric Hobsbawm 的《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s）
說法不完全符合，但不難找到共同元素。 
 
Hobsbawm 從歷史中找到不少現代社會中的「傳統」都是被國家機器刻意發明來
灌輸特定的意識形態或身分認同，而這些被發明的「傳統」看似有深厚的歷史
淵源，但其實只是當權者的創作[13]。換言之，這些被發明的「傳統」正在傳承
虛假的歷史，目的是加強當權者對社會的操控。支持六四悼念晚會另起爐灶的
本土主義者不是當權者，也沒有國家機器的資源及地位，但他們卻熱忱於利用
歷史來發明新傳統，灌輸他們擁護的意識形態。他們還未能成為歷史裏的「勝
利者」，卻借用「勝利者」的邏輯，也是一種偽勝利者的歷史書寫。 
 
尖沙咀、中大與港大的悼念晚會有更兩個主要面向：第一，不滿支聯會的綱
領，指其過時及不切實際；第二，從「天安門事件」尋找對未來行動的啟示或
論述基礎。然而，這兩個面向都沒有嘗試了解香港的六四悼念晚會的歷史發展
──「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直幡上的不是綱領，而是一九八九年參與學運的人
與香港人的心願。 
 
從歷史看，悼念六四如何與中國的連繫割裂？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中國學運
的學生發表《告香港同胞書》，有不少香港市民呼應，舉行小規模遊行或新華
社香港分社門口靜坐；五月二十日，北京宣佈戒嚴，香港市民同日不理八號風
球參與遊行；五月二十一日，北京軍隊圍城，香港則有百萬人參與遊行。在這
段日子裏，北京與香港同步呼吸，支聯會的全名是「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
動聯委會」，名字上的每一個字也不是憑空想出來的「綱領」，而是記載當時
社會呼吸脈搏的歷史，也是香港人至今未了的心願。換言之，另起爐灶者裏討
論「綱領」的一刻就已經無視當時香港人的歷史經驗，暗地裏將「天安門事
件」塑造成在遙遠地方發生的屠殺事件。 
 
在這個「遙遠的屠殺事件」的基礎上，香港出現了新的悼念傳統──以焚燒黨
旗的火光代替燭光，以理性討論取代痛心的呼喊，建立一個由偽勝利者發明的
傳統。維繫悼念晚會的關鍵，並不在於抗爭是否有推進，而是能否將這些快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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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經驗留下來，除了留住犧牲者的名字，還需要留住未有寫進歷史的心
願。 
 
（四）相認 
回到班雅明的歷史哲學，我們可以如何利用微弱的彌賽亞力量重建現在與過去
的連結？我們需要的不單是了解「天安門事件」是怎麼一回事，而是盡力了解
被「勝利者」封印的經驗。這不是可被三言二語總結的經驗，而是立體互相交
織的記憶與感受。「天安門事件」裏犧牲的人、倖存者、「天安門母親」，甚
至是年復一年參與「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人擁有獨一無二的回憶，那裏都有
重要的歷史。每一個名字是一個歷史，而維園是讓這些名字編寫革命歷史的固
定場所，留住傳統才是歷史的真正勝利。在當權者致力讓他們的名字被遺忘的
今日，我們不應再擁護所謂「勝利者」的邏輯，而應該記住名字與經驗，這樣
即使沒有經歷過一九八九年的人也可以真正與過去相認。 
 
一九八九年的「歷史經驗」是甚麼一回事？ 
 
一九八九年，不少香港人用「國殤」來形容「天安門事件」。全香港團結一
致，報章不分左右、市民不分陣營的支援北京學運。二次百萬人遊行、黑夜靜
坐、「民主歌聲獻中華」都是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團結程度在香港史無前例，
而這精神所繫的是「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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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華僑日報》：「黑色大靜坐」的報導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今日香港嚴重撕裂，即使是黑白分明的問題都會分成不同陣營。報章有非常固
定的立場，政治團體就更不用說，即使面對大是大非，他們的立場仍然固若金
湯，全港團結早已不再可能。當撕裂成為常態，團結成為難以理解的不可能，
我們才能看到八九年時的團結是多麼的不可思議，也能看到在威權下能產生的
力量是多麼強大。維園悼念晚會風雨不改，見證的不是「行禮如儀」，而是八
九年的團結是多麼的鞏固，及後二十七年力量依然未散。重新謙卑地了解過
去，我們才可以了解團結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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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華僑日報》：港區人大代表向北京政府抗議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一九九零年，「天安門事件」一周年，不少香港人自發舉行不同的悼念活動及
研討會（形式與中大於二零一六舉行的活動接近），但不少參加者完成活動
後，晚上也會到維園參加悼念晚會。多元化與團結沒有衝突，這是六四悼念的
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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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零年六月五日《大公報》：有關城市理工的悼念活動報導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今日香港嚴重撕裂，我們彷彿再難看到這種和諧的多元化。從今日的視點看，
我們才會明白香港曾經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地方，不是不同意對方就要到你死
我活的地步。重新謙卑地了解過去，我們才能找到真正的歷史教訓，為當下與
未來找到更鞏固的基礎。 
 
在今日的香港，我們本應更有條件去與一九八九年的過去相認，以微弱的彌賽
亞力量解放歷史的意義。「勝利者」的邏輯是吸引的，這也是彌賽亞力量的最
大敵人。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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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不少地方也有亞美尼亞屠殺一百周年的紀念活動，哀悼的同時痛
斥鄂圖曼帝國的於一九一五年的暴行。其實在一九一五年前，亞美尼亞已經在
一八九五年及一九零九年受過兩次屠殺，死傷者亦以萬計。在一八九五年的屠
殺後，雖然有少數人撰書要求各國關注事件，但那些書並不是以亞美尼亞人的
語言寫，也寫不出他們的恐懼與環境的可怖。在一九零九年的屠殺後三個月，
亞美尼亞女作家 Zabel Essayan 參與一個在屠殺地尋找孤兒的計劃，但參與三個
月就崩潰──那是她想像不到的恐怖景象，恐怖得她無法想像倖存者整體所承
受的龐大痛苦。離開災場以後，她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寫成 Among the Ruins，這
部作品沒有嘗試重組屠殺的事實，也不是在局外要求全球關注事件，就只是單
純將自己的所見所感寫出來。然而，她的文字卻將亞美尼亞的真實恐懼感帶到
世界。 
 
Among the Ruins 無疑也是一種歷史書寫，但這裏沒有勝利者，只有一個充滿關
懷的作家將暴力下的恐懼以自己的經驗記錄下來。現在的讀者大概也沒有人活
在一九零九年的亞美尼亞，但 Zabel Essayan 將自己的歷史經驗帶到今日，成為
屹立不倒的抗爭標記──土耳其政府至今仍不承認當年的暴行。 
 
跟 Among the Ruins 一樣，每年六月四日維園燭光就是一本關於毋忘的歷史書。
歷史不需要「勝利者」，只需要更多 Zabel Essayan。 
 
 
註釋 
[1]「因為呢一兩年，對香港前途問題係好重要時刻，呢個時候，當年輕人以香
港人本位思考，再去悼念六四，而件事冇推進，好自然就唔應該再投放好多心
力，或者唔應該視為理所當然的責任。」孫曉嵐在二零一六年的電台節目《在
晴朗的一天出發》提出 
 
[2] 參看 Sigmund Freud, (1914).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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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udith Butler.  Violence, Mourning, Politics. In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Verso, 2004).  
 
[4] 曹曉諾，《香港人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學苑編，《香港民族論》(香
港：香港大學學生會，2014)， 頁 53 - 54。 
 
[5] Judith Butler.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Verso, 2004). 
pp. 22.  
 
[6] ibid: pp. 27 
 
[7] ibid: pp. 27 
 
[8] 參考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體》（第二版）（吳㕡人譯）（台
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2010）的第一章及第十一章 
 
[9] 對尼采的「主動忘記」及「濫用歷史」分析主要參考 Werner J. Dannhauser 的 
“Friedrich Nietzsche" ， Leo Strauss 與  Joseph Cropsey 編，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3rd Ed.), (U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7) 
 
[10] 參看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trans. Harry Zohn, (US,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9)pp. 253-264 
 
[11] 參考 Werner J. Dannhauser 的 “Friedrich Nietzsche"，Leo Strauss 與 Joseph 
Cropsey 編，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3rd Ed.), (U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7) 
 
[12] Judith Butler.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Verso, 2004). 
p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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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參考 Umut Özkirimli,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US, 
Macmillan Press, 2004) , pp. 11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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